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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移情说诞生与发展虽然更多显现于文艺和审美活动阐释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一

个纯粹的文艺心理学问题。如何建构现代主体及其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才是移情说最深切而普遍的问题意

识所在。移情说的伦理内涵在审美心理上支持着审美教育本有的伦理维度，在普遍性的移情机制还原中重

建了美感与道德、感性判断与实践理性等价值的内在关联。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及其镜像神经元

的发现，揭开了移情说的某种审美机制，从脑科学角度上，给审美教育提供了认知、方法和实施的新启示。

［关键词］移情说；共通感；伦理；美育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１４－０６

当代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迅猛进展，不仅加速推动了技术、社会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
在认识论的层面激活了人们对传统哲学范畴的新阐释与观念再造，进而使一些业已远离当代知识和理
论体系中心的概念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当代理论的前沿问题，美学上的移情说就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
例①。早在１９世纪中叶，伴随着费希纳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美学研究中所开创的实验美学
潮流的兴起，“移情”这一古老的审美现象就成为众多美学家聚讼纷纭的焦点问题，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成为德国美学家“讨论最剧烈”的学术问题②。而中国美学界对移情说的了解与接受，则起始于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吕澄、黄忏华等对同时代西方美学的译介③，并经由朱光潜对移情说所展开的本土化研究与阐
释，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和观念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新近的科学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关于移情的
心理机制的认识，而且将其拓展为一种新的认识方法，从而推动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研究领域方法论的
更新。因此，在新的问题视域下，重新梳理和阐释移情说的来路与旨归，就成为相关研究领域亟待解决
的学术问题。

一、移情说的诞生及其伦理考量

一般认为，移情说美学是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它以文艺和审美活动中的移情现象
为切入点，来讨论人类如何“凭借想象和情感把自我伸张到外在自然”，就此而言，它“与泛神主义思想以
及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④。被认为是移情说美学先驱的洛采和费肖尔的哲学观念就带
有浓郁的泛神论色彩，他们对移情现象中的“审美象征作用”（即“移情作用”）的阐释，就在理性的逻辑构
造中渗透着泛神论的观念。如费肖尔在《美或美的科学》一书中讨论卢格《美学新阶》中所提出的“感性
的东西”是审美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纯粹的中点”的命题时写道：

满满地、毫不静止地灌注于感性规定性之中的，是理念，它是整个对象中真正本质而又能

·４１１·



动的东西。因此，即使是在进行直观的主体中，感性也只是在无限短促的刹那间，才自为地参
加活动，精神立刻便赶忙通过感性跑到对象中的精神那里去了。从纯形象仅只采取官能刺激
的愚钝而粗野的观察方式，这里不谈，那是属于道德的事。所以在主体中，精神的提高也是本
质的东西，就价值说，也是第一义的东西。在客体和主体中，固然精神是进行渗透的，感性是被
渗透的，但是这种渗透和被渗透并非强制，并非强加和忍受，而是和谐的融贯通流；因此，感性
在这里是介于精神与精神之间无强制、无抵抗的纯中点，是中点而非手段。①

在这段讨论中，费肖尔将审美活动中的移情作用，阐释为主客体之间以感性为“中点”的“和谐的融
贯通流”，是理念和精神之间以感性为中介的交融互渗。这一观点，事实上奠定了后来心理学美学对移
情作用展开心理实验与观察、阐释的基调。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上述分析可以看作对洛采在《小宇宙
论》中所描述的那种人类生命和情感“外射”经验的学理化延伸。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费肖尔在这里搁置
了伦理学的问题，但其所强调的主体的“精神的提高”及其在美的创造与显现中的“第一义”地位，已然表
露出其哲学和美学在形而上学和泛神论面目之下的伦理关切。正如梯利在分析洛采哲学的目的论色彩
时所提及的那样，这种认为“现象世界不能是无意义的幻景，而必须被看作是有伦理秩序的精神世界的
显现”的观点，及其所提出的“心灵的作自我决定的统一原则”，是根植于伦理学之中的②。
这就涉及有关移情说乃至美学本身文化身份的认识问题。移情说虽然聚焦于人类审美活动中的感

性和情感现象，但上述现象何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讨论与专门化的理论建构，则又涉及美学的诞生问题。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诞生于启蒙运动所营造的“任何不能与理性调和的东西都受到冷遇”的时
代氛围。它当然首先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但在对宗教和神学完成祛魅的同时，还催生了某
种意义上的“理性的宗教”，这种“过分的理性主义使得人类的情感受到阻碍”，进而引发了哲学家的反
思③。被称作“美学之父”的鲍姆嘉滕痛心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中理性对感性的“暴力强制”，大声疾呼：
“我是人，无论什么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同我格格不入。”④更为明确地说，备受压抑与责难的“感官的感
受、想象、虚构、一切混乱的情感和感觉”，在美学家的眼中，事关“人的尊严”。它们“不需要用暴力强制，
而需要稳妥地引导”，美学要做的，就是“必须把它引上一条健康的道路，从而使它不致由于不当的使用
而进一步受到损毁，也避免在防止滥用堂皇的托辞下合法地使上帝赋予我们的才能受到压制”⑤———正
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美学展现出其建构现代主体的学科旨归。
而人类的“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混乱的情感和感觉”并非孤立、绝缘的。从有关人类感性认

识能力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分析中，哲学家提炼出了人的“普通的感觉”和“共同的能力”，即所谓“共通
感”。它一方面意旨人人具有的联结外在感觉，并对其进行判断的普遍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实
践的判断标准”的内涵，因而具有阶级、社会、民族等共同体的内涵，如维科、沙夫茨伯里等就把共通感理
解为“对共同福利的感觉，这也是一种对共同体或社会、自然情感、人性、友善品质的爱”⑥。正是在这样
的逻辑理路中，“移情”或“同情”的问题被纳入美学的视野。卢春红在阐释这一问题时提道，哈奇森“就
直接用同情来解释共通感。休谟则更为细致地用同情这一概念阐发了道德学说”⑦。到了康德所建构
的哲学大厦中，审美被赋予沟通知性和理性、现象界和本体、自然与自由的中介和桥梁的作用，而这种中
介和桥梁作用，则全赖于共通感：

与健康知性相比，鉴赏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被称为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共感］；而且审美判断
力比理智判断力更能够领有一种共同感觉这个名称，如果人们真的要使用感觉这个词来表示
纯然的反思对心灵的一种作用的话；因为在这里，人们把感觉理解为愉快的情感。人们甚至可
以用对使我们在一个被给予的表象上的情感无须借助概念就能普遍传达的那种东西的评判能

力来定义鉴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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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康德所说的“被给予的表象上的情感”及其“无须借助概念就能普遍传达”的特性，即是指
“同情”和“移情”。它被解释为共通感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因而成为道德主体之所以可能的根基。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心理学和哲学都兴趣浓厚的移情说先驱洛采，才会将“哲学原则”作为其心理学的基
础，并在其著作中讨论了“一般感觉”和移情的问题①。而在伦理学甚至经济学领域，移情也因其在哲学
中的基础性地位，而获得了异常深入的讨论。如前文提及的哈奇森的弟子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
的开篇就以“论同情”讨论了移情的问题。在他看来，人先天具有一种“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使他关
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
得……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②。因为秉持此种人先天具
有一种利他本性的认识，斯密才主张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观点———在他看来，一种立足于“独立生
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世界，会充分彰显人的先天利他本性，进而一方面“通过分工协作提高生
产力”，另一方面“能依据等价交换获取正当的利润”③。
总之，如果超越业已高度专门化、精细化的美学学科视野，重新审视移情说的发生，我们便能发现，

它的诞生与发展虽然更多显现于文艺和审美活动阐释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文艺
心理学问题。如何建构现代主体及其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才是移情说最深切而普遍的问题意识所在。

二、心理学的介入与移情说的演进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提到立普斯对移情说的阐发在当时德国美学界引起了轰动效应，以至于
“有人拿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说和生物学上的天演说相比，以为它们有同样的重要，并且，把移情作用说的
倡导者立普斯称为美学上的达尔文。在一般德国美学家看，他是美学上的最基本的原则，差不多一切美
学上的问题都可以拿它来解答”④。这一描述形象而直观地展现出以科学实验和观察为方法的心理学
介入美学研究后带来的革命性冲击。法国精神分析批评家夏尔·莫隆在谈到美学何以转向心理学方法
时说，此前的美学家大都“以伦理学为模型”来建构美学观念体系，通过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标准，来一
劳永逸地解决审美问题。这种学科观念事实上建立在两条未经证实的“假说”基础上，即“存在着一种普
遍性的美”与“片刻的思考就足以将它说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不幸的是，这只是导致了老生常谈或个人的断言，而这类断言很快又会被相反的断言所取
代。依次而行，美学就会冒着如形而上学那样堕落得声名狼藉的危险。而形而上学的灭亡，至
少还夹杂着亡灵的四五种思想所留下的忧郁的叹息。跟任何一个有一点脑力劳动经验的人
说，你是一个美学家，他大概会忍不住发笑的。⑤

就此而言，心理学对艺术和审美领域的介入，意味着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一种思辨的、演绎的
形而上学方法转向一种以经验和事实为根基的精神分析方法。夏尔·莫隆提道，正像宗教学的创立那
样，建立一种“合理的审美学科”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它知识研究事实，把事实归类，并力求像一门科
学应该做的那样来解释这些事实”⑥。这就引发了美学研究的新动向：一是从方法论上说，美学在黑格
尔将其定义为“‘美的艺术’的哲学”之后所形成的那种思辨方法，逐渐被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人类学方
法所取代，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关于“美”的相对的、经验式的理解和定义；二是从研究的范围上说，普通人
群的审美经验和趣味建构被纳入心理学观察的视野，他们在经验中所形成的有关艺术品的“喜恶”以及
“克服先入之见而使自己对意外之美能保持高度敏感”的审美心理问题⑦，成为美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现代意义上的移情说，就是在这种文化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美学上的“天演说”是如何改造了
移情说的内涵的？

经由朱光潜的译介与阐释，被誉为“美学上的达尔文”的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已经成为美学上的通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Ｇ．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上册，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３２５页。

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５页。

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薛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９页。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２８页。

夏尔·莫隆：《美学与心理学》，陈本益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页。

夏尔·莫隆：《美学与心理学》，第２页。

夏尔·莫隆：《美学与心理学》，第５页。



识。在有关审美移情的心理机制分析中，立普斯详细区分了“审美欣赏对象”和“欣赏本身”，将审美活动
定义为“客观的自我”或“直接经验到的自我”。对此，他解释说：“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
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让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而不是一种涉及对象的感
觉。毋宁说，审美欣赏的特征在于在它里面我的感到愉快的自我和使我感到愉快的对象并不是分割开
来成为两回事，这两方面都是同一个自我，即直接经验到的自我。”①在这种“不涉及对象”意义上说，立
普斯似乎沿袭了审美超功利的观念，将人类情感的愉悦同实践领域区分开来。实际上，立普斯确实在他
的学说中设置了“审美的移情”和“实践的移情”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审美的移情”是“只依从直接印
象的移感，不管移入的感情是不是合乎对象底现实。若把那不合乎现象的意识叫作知，那这移感就和一
切的知没有关系。而实践的移感，却总要讲求得当不得当，总要合乎对象底现实。就是含有关于对象底
现实的知。这样一切的美的受用都是依凭美的移感，一切利人的感情或利人的动机都是依凭实践的移
感”②———从这种将“利人的感情”从审美移情剥离的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立普斯的移
情说背离了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等早期移情说的伦理关怀，将这一理论导向了非功利的美学路径。
然而，如果将立普斯的审美移情说还原到他整体的哲学筹划中，或许会得出另一番结论。已有的成

果曾揭示出，在立普斯的观念中，“存在着三种知识的领域：事物、自身和其他人类个体。前两种知识分
别来自感性感知和内在反思感知，而他人则是通过‘同感’而被认识的。与内在反思感知把握到一个人
的自身相似，同感可以把握到一个陌生人或者其他人的意识”③。这是就“知识”的来源所进行的界定，
而当审美被理解为同“知”无关时，它就同对陌生人或其他人的意识的把握这种“实践的移情”分享了共
同的心理机制。正如立普斯在《伦理学底根本问题》中所说，在主观精神的外射这一点上，“实践的移感
和美的移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美的移感并不计较移入的感情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所以没有发动
现实做目标的———而把这目标是现实的这一个意识做基本假定的———实践态度的力量；而实践的移感
却有赋予实践上动机的力量……”④在这样的逻辑中，审美同实践似乎是绝缘的。但正是因为在审美心
理活动中，“移入的感情”即“目标”被“假定”为现实的，这一基本假定就为生命本身向更高级的人格境界
的超越敞开了门户。
立普斯提出，在人的感官中，视觉和听觉具有超越其他官能的特殊意义，因而可以称之为“高级感

官”。这两种高级感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对象会唤起人的情感移入，进而成为审美新赏的对象。而
当作为“人格的生命”的形式的艺术作为审美对象时，这种情感的移入、自我的客观化就会触动人的
本质：

艺术底真正内容总是这种人格的生命。我们享乐艺术品以及一般地享乐所感受到的，决
不止是表面的一部分的刺激，而是多多少少地本质底根柢被激动。总是多多少少会感到全人
格因此生动活泼起来。这就是它所以高出单纯的官能的享乐，根本和它不同的一点。同时，我
们又会因美和艺术，被提高在我们自己以上我们移入在美的东西和艺术品的不是日常现实的自
己，是更纯粹、更广阔、更高的自己。一切的美，在观照的刹那，是会使我们成为更善，更完
全———因而也更道德的人的。⑤

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实践绝缘的艺术欣赏，实质上是为了超越“日常现实的自己”，在美的艺术的凝
神观照中，与摆脱了官能和世俗功利的“更纯粹，更广阔，更高”的本质上的人类自我相逢。而这种超越
日常经验和惯例的与更完善的自我可能性的相逢，也就是前文所引述的夏尔·莫隆所概括出的那种“克
服先入之见而使自己对意外之美能保持高度敏感”的心理机制所在。正是因此，尽管在心理学美学家群
体内部，围绕移情心理原理的阐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同情的社会情感”的认识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⑥。由此可见，在心理学介入之后，科学的、伦理的和美感上的诸种活动在理论上的区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立普斯：《论移情作用》，朱光潜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８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年，第４４页。

立普斯：《伦理学底根本问题》，陈望道译，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４页。

郁欣：《同感与人格：埃迪·施泰因的交互主体现象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６１—６２页。

立普斯：《伦理学底根本问题》，第１５页。

立普斯：《伦理学底根本问题》，第１２７页。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６１０页。



分虽然更加明晰，但这种“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的路径事
实上以科学的方法，在分析并确认美感与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的差异的同时，在普遍性的移情机
制还原中重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关联。

三、移情说的新动向及其美育内涵

近年来，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一项突破性发现，将移情说的心理机制推进到生物学基础的层面，这
就是“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及其所带来的认识论的革新。所谓镜像神经元，是大脑皮层中的一种特殊的
感觉———运动神经元，其关键特征在于“它的活动既受到动作执行的调节，也受到动作观察的调节……
这一点使它既区别于‘运动’神经元，也区别于‘感觉’神经元，因为后两者仅仅同动作执行或动作观察相
联系。镜像神经元则同时与这两种功能联系在一起”①。它所带来的是对于人类理解他人意图和情感
的新解释：

传统上，对于行为意图的理解存在一种推理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当某人做出一个行为动
作时，观察者根据视觉提供的线索和一定的认知机制，推测出动作者的行为意图……镜像神经
元的发现提供了解释的新视角。它所提供的解释是镜像神经回路的匹配机制。“匹配是镜像
神经元的最基本性质，即当猴子观察和操作类似的行动时都被激活”。动作的意图之所以能够
被理解，不是因为经验的推测，而是因为观察者在大脑中模拟了同样的动作，而这一动作以往
的价值意义就通过动作的模拟和复演而为个体所得知。所以观察者能够理解动作者的
意图。②

这一发现对于人类认识的形成，尤其是有关他人的意识与情感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那就
是“具身模拟论”。也就是说，人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就先天具有一种关系性和社会性，因而对于他人
的意识和情感，能够产生直接的、第一人称式的理解和体验③。基于这一认识，当代美学家对于审美认
知的心脑机制做出了新的阐发，重新界定了审美移情的功能和意义。有学者提出，在审美活动中，通过
审美移情，人们“将审美对象所蕴含的外源信息与审美主体所激发的内源信息加以全息重构、具身模拟、
认知建构、全息预演、情感评价、知觉表征、感觉还原和身体表征，以便借此形成审美性质的自我表象、自
我概象和自我意象，进而将之转化为本体性和对象性的审美意识与创造性智慧，借此推进对自己情、知、
意世界的完形嬗变、自由驰骋和虚拟实现等内在进程”④。从这种意义上说，早期移情说所奠定的那种
伦理向度，即人类在审美活动中能够实现“精神的提高”、激发人的先天的利他本性，以及心理学美学所
主张的在审美观照的刹那我们会成为“更善，更完全———因而也更道德的人”的观点，均从理论意义上的
“假说”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这就为审美教育的实施奠定了更为坚实的认识和方法论根基。
首先，它有可能终结有关审美教育“是否可能”的诸多争议。众所周知，在审美教育的提出者席勒那

里，他所提出的“审美的‘假象王国’”仅仅是一种立足于抽象的理论演绎所得出的“未来可能性”。即便
诉诸实践，美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也很难获得成效，“一些尝试可能在个别情况下获得成功，但在整
体上绝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进”⑤。也正因此，在美学和教育学研究领域，有关美育“是否可能”的质疑是
长期存在的。如２０世纪初叶美国教育理论家查尔斯·德加默就曾提出，在席勒身后，西方学术界涌现
出大量讨论审美教育的文献和观点，但均无助于将这一命题落到实处。他甚至指出，席勒一再强调人类
“由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唯有“美的王国”，但文明史的进程却表明，“公民自由”业已实现，只
不过是经由其他途径而不是“审美的方式”来实现的⑥。这种有关审美教育可能性的质疑以经验论的立
场出发，虽然并无系统的、严密的论证，却很难从事实的层面加以反驳。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以及具身
模拟论的认知理论的提出，则一方面从事实和科学的层面消解了有关审美教育乃是立足于“对抽象的人
性的先验分析”的“假说”的质疑，为美育提供了坚实的生物学解释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审美教育之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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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阐释提供了“镜像”和“匹配”的模型，从而将有关审美教育的讨论从“是否可能”转向“如何可能”
上来。
其次，移情说的事实与科学依据的提出，为审美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迪。长期以来，在

有关美育的理解和实施中，一直存在着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混淆。人们往往出于认识上的偏颇或实
践上的便利，采用艺术欣赏或体验性的创作等来展开审美教育。对于这一认识或实践上的误区，已有诸
多的学者展开辨析。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移情说的“镜像”和“匹配”机制，事实上为审美教育的“内
容”划定了边界，即我们需要思考：哪些艺术作品和门类才适合用作审美教育？正如已有的成果所指出
的那样：“在后历史时代，许多艺术已经与美分离，我们如何笼统地用艺术教育来覆盖美育？”①———艺术
史的“美的艺术”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２０世纪以来的前卫艺术在调动一切手段和可能性展开艺术实验
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明确的艺术史倾向，那就是忽略甚至明确拒绝“美”，有些极端的艺术家事
实上已经走向了“反人类甚至反生命的地步”。也正因此，当代艺术史家才提出了所谓“艺术终结论”的
学术命题———所谓“终结”，即是指“‘美的艺术’的终结”②。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艺
术和审美教育的吻合度问题。从艺术自身的发展来说，“美”自然不应成为它唯一的追求，丑、崇高、荒诞
等均有效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但在审美教育的视域中，“人的经验中对感性的积极价值的自觉选择”却
是其核心的追求，它表现为期待通过审美教育，使教育对象“在审美愉悦中获得文明能量、形象和气质的
样板，追求美好的心理、思维和行为习惯，建构主体的内在美的尺度等”③。而能够通过移情的“镜像”与
“匹配”机制来促成上述目标实现的，显然需要经过更为审慎的考量与选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在里根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一职的美国教育思想家特尔·霍华德·贝尔在《太空
时代的教育哲学》一书中曾提出：“知识的两大领域———移情和审美学———是教师全部教育哲学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只有能理解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在学校整个学习情境中占的地位，教师才能在消除忧患和
痛苦，认识生活的最深刻的意义方面，有所贡献。”④他在该书中所主张的，是教师将移情的原则运用于
教学活动中。换言之，审美教育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教学方法论，而不仅仅是教育内容或载体，应
该把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的、区域的、文化的语境中去考察和使用⑤。这一观念，在当下移情说的具身模
拟论所带来的认识更新的情景中，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　Ｄａ－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ｍ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ｐ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ｐａｔ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Ｅｔｈｉｃ；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张树武］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王确：《勿以艺术教育绑架审美教育》，《当代文坛》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王确：《前卫艺术的好处与坏处———兼论艺术对人类应该有用》，《文艺争鸣》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王确：《勿以艺术教育绑架审美教育》，《当代文坛》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特尔·霍华德·贝尔：《移情和美育》，李维译，《外国中小学教育》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曾军：《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当代外语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２３—２７页。


